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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怀宇  发自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梁其姿 2009 年出版的《中国麻风病史》（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一书，开创了英文著作从单一疾病研究医疗社会史的先河，今年获台湾“教育部”

颁授第五十三届学术奖（人文及艺术学科）。《中国麻风病史》着眼于中国社会从古到今对

麻风的反应来研究麻风发展史，推翻了世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保守而不接受西方医疗技术

的看法。梁其姿研究明清时期的医疗资源、医学传承、方土与疾病观、女医等问题，在中

英文权威医疗期刊与专书中发表重要论文，是当今研究中国医疗史必读之作。 

 

梁其姿教授是陈方正先生的外甥女。见梁教授之前，陈方正先生在电话里专门向我介绍：

梁其姿喜欢运动、看鸟、喝红酒。见面一谈，顿觉梁其姿谈吐与众不同，研究的角度也与主

流史学界大异其趣。当天中午，陈方正先生过来和我们共进午餐，话题随意，才知梁其姿在

学术以外的阅读广阔，谈陈冠中的《盛世》视角独特，学界趣事更让人耳目一新。 

梁其姿是地道的香港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对文史感兴趣，后入读香港大学历史系。

虽然教学语言是英语，梁其姿的主要兴趣是中国近代史。梁其姿回忆：“香港大学有点类似

于培养高级公务员的机构，需要多重考试才能进去。进大学前，我的印象是需要学习新的东

西，但进去以后很失望，我觉得基本上是中学知识的延续，老师教的历史很枯燥，没有‘人’

在里面，显得很无趣，而我当时读到的法国史学著作很有意思，这也是我出国的原因之一。”

梁其姿在高中时念过法文，1975 年大学毕业后，她考取了法国政府奖学金，赴法国高等社

会科学研究院留学，1980 年获得博士学位。 

梁其姿师从毕仰高(Lucien Bianco)，博士论文写战前解放区的合作运动。当时很多关于

的解放区资料还没有出版，梁其姿通过朋友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找到一些未曾公

开的资料。完成论文后，梁其姿又在巴黎待了两年，这时学术兴趣才转向中国明清史。 

在巴黎，梁其姿度过了一生难忘的时光。“1968 年巴黎有学生运动，这是一个很浪漫的

事件，多少有点法国大革命的调子。我去的时候，那种左派的气氛还在。譬如教育改革增加

了几十块的登记费，或是课程改革，大学生都会按照学生运动的传统跑上街头抗议，看见警

察就挑衅一下。我也会凑凑热闹，其实大家都有一种嘉年华的心情。”梁其姿到了巴黎没多

久，就和几个法国学生合租公寓，社交圈非常丰富，跟搞绘画、音乐的人联谊，时常到卢浮

宫等博物馆。虽然学生比较清苦，梁其姿也到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地游历。 

在法国学成之后，梁其姿没有回到香港，而是到了台湾。当时梁其姿的父亲住在台湾，

她去探亲时，父亲的朋友告诉她关于“中央研究院”的情况，可以只做研究不用教书。时值

“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在台湾推动“国家科学委员会”五年计划，吸收国外读书的

华人，于是梁其姿选择到了“中央研究院”工作，同时期留学归来的学者还有后来成为近史

所所长的陈永发。1987 年，梁其姿推出两篇疾病医疗社会史方面的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

施之演变》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被誉为中国史学界

涉足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梁其姿曾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2008 年，梁其姿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讲座教授。教学上，梁其姿为本科生讲授明

清社会史，为研究生指导明清的卫生医疗研究。梁其姿说：“现在香港所有的大学都在和国

际上的大学竞争，老师的研究和教学质量都受到重视的。相比之下，以前老师的教学没有受

到太多挑战，如果没有竞争，老师就不去研究新的事物，也就不太可能刺激新认识。所以，

现在的老师也会战战兢兢地教学和做一些研究，这对学生是好事，至于学生能接受多少，那

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三地学生的程度，梁其姿分析：“香港的本科学生和我在台湾的学生不



太一样，台湾的学生比较愿意主动来探讨问题。大陆和台湾的学生比较相似，人和人之间私

底的交流要多些，而香港的学生比较务实，这可能是跟香港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有关吧。”  

     

 

时代周报：你到法国留学时的主要学术兴趣是什么？ 

    梁其姿：我留法时的主要兴趣是中国的近代史。因为此前在香港大学念历史系是属于比

较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在我拿到奖学金要去留法的时候，读到了一位法国教授毕仰高

(Lucien Bianco)写的《中国革命的起源 1915-1949》，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来写 1949 年以前的

革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学者用社会学角度来分析革命的产生，看完以后就认定要他做

我的导师，所以我的研究的兴趣也就放在 1949 年之前的革命史。我也跟几位法国有影响的

教授进行了交流，在和毕仰高老师写完论文之后才转到明清史的研究。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

弗尔(Lucien Febvre)认为，历史应该是各个社会科学的综合，不是纯粹的政治史、事件史、

战争史。基于年鉴学派对我的影响，我觉得用社会学角度来写 1949 年前这段历史会比较困

难，就回到中国明清史的研究。 

    时代周报：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工作后，你怎么研究起医疗社会史？ 

梁其姿：在离开法国之前，我与菲利普·阿雷兹(Philippe Aries)老师一起研究心态历史，

他的课主要是西方人面对死亡态度转变的问题。他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对人的生老病死的

关注，我们在课堂上几乎都是围绕这个话题，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所以，我到台

湾后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很多明清时期的方志资料，从明清的育婴堂到安葬死人的机构

资料搜集，于是就试着去做这方面的历史研究。 

我写完《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一书之后，就发现明清时的医疗机构的诸多问

题，大概在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南方的省份就出现收容麻风病人的机构。基于这样的兴趣，

我就写了《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中间写了很多关于医疗、社会方面的论文，今年应该

可能会编成一部论文集。 

    时代周报：当年的育婴堂算是中国的慈善机构吗？ 

    梁其姿：当然。在宋代以后，穷人家没有很好的避孕方法，堕胎也是非常危险的手术，

所以很多穷人对多生了的小孩要么选择遗弃要么选择溺死，算是控制人口的一种方式。但对

传统道德很看重的官方来说，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所以就出现收容被遗弃婴儿的机构，这

种机构多半是士人和地府官员捐钱来创办的。 

    在中国，以前处理社会问题的角色一个就是政府，另一个就是家族，没有别的。在我的

研究中，发现出钱出力最多的还不是官员，是靠地方力量来支持的，最重要的还不是一个家

族形式来完成。但我研究发现，中国社会问题主要是由民间处理，并不是政府、家族上层精

英来处理。譬如明末更多是一些知识领袖来倡导，由小部分生员或有钱的商人捐钱来建立，

过去很多人都忽略这方面的问题。 

    时代周报：这种传统后来还有延续吗？ 

梁其姿：有，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因为当时清政府没有太多力量，全靠地方或家族来

进行善后处理也不太可能，而在大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很多管理问题都是善

堂进行处理的。我现在研究的兴趣就在这方面，特别是同治以后的广州善堂和医疗活动。香

港有个东华医院，那是同治以后建立的，是在广州的爱育善堂建立之后才产生。当时英国殖

民政府没有办法处理华人生病的诸多问题，所以鼓励在香港有钱的商人建立东华医院来处理

这些问题，这其实就是爱育善堂的模式，这种善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自鸦片战争

之后的一百年，广州出现了种种问题，基本都是善堂来处理的，政府的力量是很小的，几乎

没有出力，之后的民国政府也没有集合全国力量来处理民生问题。1949 年左右，广州最大

的医院要算是方便医院，1949 年之后就慢慢变成了现在的第一人民医院，所以这种基础还



算是被吸收进入到了国家机器里面。 

    时代周报：你在主持“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工作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梁其姿：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原来有很多不同的社会学科，有一段时间是在尝试不

同学科的整合，但在后来整合非常困难，所以每一个学科就成立一个组。每一个组只进行专

业的研究，学科之间的交流就显得非常少。“中央研究院”认为如果继续这样是不行的，还

是需要学科之间进行互动沟通，他们的办法不是以组织为标准，而是每个学科要吸纳各个学

科来进行学科计划。期间我继续参与，还主持了一个卫生史的研究计划，这是跨学科，包括

了历史、公共卫生、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等。但我后来主要是在史语所工作，虽然我现在到了

香港，还是和卫生史的同事继续有合作的关系。 

    时代周报：在 2008 年之后怎么会想到回香港？ 

    梁其姿：这是香港的同事鼓励我回来，这几年香港的大学发展得很快，就觉得人力不够。

但是我 2008 年在台湾的工作才告一段落，才有时间抽身回香港。 

    时代周报：到香港后，你的研究方向有没有大的改变？ 

梁其姿：趁在香港的时间，我就抽空到广州研究十九世纪的医疗文化。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广州是最早引进西洋医学的地方，大概是在 1834 年，几个英国人在广州建立医院行医，

也训练当地人做学生，像种牛痘也是在广州开始的。后来本土善堂的进一步完善，也有了西

方医学，但两者算是一种良性竞争的关系，所以我很想进一步了解现代医学是如何从广州向

全国推进的演变过程。我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广州，但现在因为要教书的关系，来得比较少了。 

 

 

    时代周报：张逸安在《黄河青山》的“译后记”提到你的帮助，你和黄仁宇先生有交往

吗？ 

    梁其姿：其实交往并不多，因为黄仁宇先生有一段时间到台湾演讲，但后来去美国，加

上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没有太多交往，倒是林载爵先生和我比较熟。 

    时代周报：林载爵先生认为，现在黄仁宇先生的史学观点受到了主流学界的批评，是很

大的不公平。 

    梁其姿：黄先生那时候的观点是一种很自然的历史观，就像钱穆先生那样看历史也是很

正常的。但我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历史，我上课也是告诉学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们理解的历史是与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来理解。黄先生是一位很好的史学家，但他的解

释是受到了他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时代周报：你在研究明清的历史时，有没有受到黄仁宇先生的影响？ 

    梁其姿：他对明清的历史是用他处在的时代背景理解的，有些对中国“恨铁不成钢”情

绪在里面。他是要在明代的历史中找出中国不能现代化的根源，这是他与钱穆先生所关心的

事情。而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定义，我们就有很多疑问了。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

而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心理负担，所以我们看明清的历史又有一个不同的视野。 

    时代周报：读过《黄河青山》会发现，黄仁宇先生这辈子是非常不如意的。 

    梁其姿：对，这就影响他的历史观，我们每一个人写历史都反映了我们每个人的际遇。

每个人的际遇都多多少少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待历史，写历史。 

时代周报：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和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给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读后感。 

    梁其姿：他们的际遇不同，何炳棣先生是受到国际学术界肯定的一个人，而且何先生出

道也比较早，所以看这个人的著作就和看他本人是一样的。何炳棣先生是我尊重的一位前辈，

我和他的交往就比较密切，他是当时我所在的中山所的通讯研究员，每次院士会议都是我们

来接待他。何先生在台湾时间比较长，对我的帮助也比较多。 

    时代周报：如果说历史研究和自己的际遇是相互关联的，那你为什么关注慈善医疗这方



面的研究？ 

    梁其姿：像何炳棣先生从来不做二等的题目，都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等核心的问题。和

几个前辈关心国家大事、中国文化传统这样巨大问题相比较，可能是性别上的差异因素，我

更为关心的是社会中下层的人们的命运。这些人是很弱势的婴儿、老人、病人、妇女，还有

城市边缘人，他们都没有权利，那他们会怎样看待这个社会，怎样对待命运，这才是我所关

心的。他们常常是被主流所冷落的，同时也是被历史忽略的，历史常常不写他们，我们也不

知道他们怎样思考、怎样生活，我就是需要给他们一个还原历史声音的发言机会。 

    我觉得在历史研究上，这也有技术性的困难。弱势人群通常是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想法书

写下来，他们没有掌握文字的能力，所以有关他们的看法很少，同时也需要太多资料的了解。

相反，精英看历史方面的资料就比较多。研究一个伟大的东西往往很容易，像我研究的这方

面就有困难，但又非作不可，否则有历史上又少了这方面的声音。相对于主流精英的历史，

用英文就是 Master Narrative，即英雄式的叙述，我就要提供一个卑微人的叙述。这个方法

不能流于情绪，是需要一些修养在里面，我也尽量往这方面去做。 

    时代周报：在历史里看见你所说的卑微人物是很不容易的。 

梁其姿：其实我并不是想把小人物写成一个可怜巴巴的人，因为他们也不是这样的人。

我希望展现出来的是英雄式人物的对立面，应该写出小人物的主体性、主动性，这需要很多

努力。  

 

 

梁其姿：1953 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历史系学士（1975），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

史硕士（1976）、博士（1980）。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访问教授、台北“中

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其研究专长是明清社会史和近世

社会文化史。著有《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中国麻风病史》等。 


